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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與賣淫──近代中國市民社會一瞥

⊙ 張百慶

 

關於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許多研究者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

域」（public sphere）概念，以權力運作為視角，在國家─社會的互動或所謂「第三領域」

中去審視研究，或認為中國近代不存在「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或認為近代以出現了

「市民社會」的雛形等等1。這些研究給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和收穫，但以具西方

社會歷史情境意義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為原形在中國尋找對應或對比，固然可

以發現原本忽略的歷史事實或對其做出新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中國社會解釋的有效

性是有限的，且容易導致對與「範型」相關現象的強調以至「過度闡釋」，而忽略中國近代城

市社會的本土性特徵及中西複合的一些方面，如「外啟後發」的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

代化密不可分，但與西方不同，二者非自然而生，也非呈並進之勢，相反，城市現代化因外力

切入而啟動，且以鄉村的落後為代價，城鄉之間呈二元對立。所以，離開了中外互動、城鄉互

動來談論中國城市現代化往往難見森林，拋棄農村談論近代的市民社會也難免不足。在中國近

代城市中，不僅是似乎與西方「現代性」組織、制度等「理想型」相關的「積極、進步」的一

面可以反映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在本文所論述的「消極、落後」的中西合力而成的城市社

會問題──吸毒和賣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研究可以脫離單單尋找西方社會影子的思維定

式和國家／社會的二元論，於日常生活中發現權力的滲透及社會問題的結構化進程，使其在反

映中國近代城市社會時更切實際。

一 吸毒與賣淫

鴉片戰爭以降，外力入侵，中國先後有約開、自開商埠一百有餘，它們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迅

速發展，早期現代化得以啟動，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城市面貌也大為改觀。但同時城市

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且和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吸毒和賣淫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問

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成為合法商品在各通商口岸長驅直入，各城市的吸食者也迅速增

加。1872年，「上海城廂煙館共計1700餘家」，「幾同茶、酒、飲食之店焉」2。到二十世紀30

年代，城市中吸毒盛況空前，上海煙館林立，僅低級煙館「燕子窩」即多達2萬餘家，三次煙

民登記，達6.5萬餘人；漢口在1933-1938年間，除有數十家較大煙館外，售吸棚戶多達700餘

家；而重慶成年男女抽煙者佔7/10，女子佔3/10，每天鴉片銷量達3噸左右，耗銀約10萬

兩3。19世紀80年代，全國吸食鴉片者約2,000萬，佔全國總人口42,000萬的5%左右；1929-

1934年間，全國吸毒人口達到空前地步，總計全國吸食毒品的人數達8,000萬，約占總人口的

16.8%4。



娼妓在近代城市中也大量存在，從通商大埠到偏遠小鎮，幾乎沒有例外，如上海1842年後，

「其娼妓事業與工商業有駢進之勢」，其「青樓之盛甲於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

江之鯽」 5。二十世紀10、20年代，樂靈生牧師（Rev. Frank Rawlinson）曾通過中華博醫會

的會員在中國四十一個人口從1,200人到150萬人不等的城市調查，發現妓女人數與人口比率是

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煙台、北京、濟南、上海六個擁有6萬-

150萬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又以北京為例，

十幾年間的公娼人數變化如下：

時間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9

妓院數 353 366 357 388 391 406 377 332

妓女數 2996 3184 3330 3490 3500 3887 3130 2752

資料來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第五卷（1931年6月），頁115。

大致說來，娼妓數量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縣級城鎮幾十上百，通商大埠則逾千上萬。且統計數

字多是公娼人數，因私娼暗地營業，無從統計，且人數一般多於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數目更是

驚人，如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數當不下十萬7。娼妓等級也很齊全，如北京公娼可分為小

班、茶室、下處、老媽堂等，上海分為長三、麼二、花煙間、釘棚等。妓女數量多、層次全，

是賣淫走向社會化的表現，也正是為了適應近代城市不同階層嫖客的不同需要。

這兩個近代城市中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且是一個過程，是近代中國城

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部分，並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

礎。

二 城市化、城市早期現代化與城市問題

（一）城市化

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外力楔入密切相關，開埠城市多因商而興，通過國際貿易，被納入世界資本

主義經濟體系，形成國際市場控制中國通商都市，中國都市聚斂鄉村腹地的市場格局，所以出

現了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品價格主要由國際市場決定的情況8，中國農產品往往

被迫以低於自身價值的價格出售，從而加劇了農村貧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自

種鴉片的地區在不斷擴大，1880年，全國罌粟種植面積已達1,300多萬畝，佔耕地總面積的

1.6%9。鴉片種植之初，其價格一般高於普遍農作物，似乎一時能夠繁榮種植區的農業經濟。但

鴉片種植極易導致糧荒，四川種植鴉片最多的涪陵，稍有水旱之災，即有「大饑，栽煙者，一

家吞煙自盡。巴中種煙餓死者，埋萬人坑」10，更有許多家庭典賣妻女，籌逃亡之資。於是，

大量破產農民湧入城市，而近代城市經濟的發展狀況無法容納大批勞動力，造成城市中大量無

業流民的存在，為各種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條件。

大部分城市娼妓的來源是也是農村，農村作為多方面的被榨取者，加上災荒嚴重，所以「一方

面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戶日在困苦艱迫中，一方面則大都市的興起，又足以增強人肉市場的發

達。於是，娼妓亦成為農民販賣子女的地域」11。近代的兵災匪禍、苛捐雜稅使農民「將收穫

盡數賣出，而所得盡數，還不夠抵作稅捐，他們最初出售田地，再則變賣雜物，繼續又典質房



屋，房屋雜物又無人肯買，貧農只得棄地不耕，賣光兒女以作逃亡之用」12。

總之，農業破產與天災人禍在近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拉力」不足的情況下，把大批農民

「推入」城市。大量農民湧入城市，導致部分城市人口畸形膨脹，如上海1932年5月人口為

2,720,386人，11月增至3,078,345萬人，僅6個月就增加了35萬多人13。 城市化的畸形又對城

市早期現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城市早期現代化

城市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全面的進程，而中國近代部分城市超常發展，整體經濟結構不合理，

為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契機。城市超常發展乃因商而興，工業發展比較遲緩，農村經濟的衰

退與城市工業發展不足並存，城市化的畸形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並存。農民進城固然有推

動城市化的方面，但工業部門卻難以吸收，即使在一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產

業工人也僅260萬人，何況「黃金時代」過後民族工業一蹶不振。工業化的滯後與不足，使近

代城市發展主要靠商業推動。鄉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後，無法被工業企業吸收，主要進入苦

力、車夫、小販、娼妓第三產業部門或處於失業狀態。特別是30年代前期，中國農民進城與城

市工商業凋敝同時發生。城市不但不能消化新增入的勞動力，連舊有的勞動力水平也難以維

持。如1933年全國至少有600萬人失業，1935年有590萬人失業，從而產生反推力，有的地方出

現城市工人失業倒流回鄉現象。其中也有不少人滯留在城中，淪為地痞、流氓、乞丐、妓女

等。據《晨報》1935年3月6日載：「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失業

女工，很多改操淫業，例如廣東順德，因為絲廠倒閉，3萬餘個女工，只得徘徊在旅店，幹那

皮肉生涯」。

1 問題合法化

城市政治結構，作為控制機制對城市協調發展起著重大的整合作用，後發現代化國家尤其如

此。但在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

期，始終缺少一個全國一致，上下通達，合法有效的城市科層管理機制。同時，這一管理機制

卻出於權宜之計，賦予社會問題以合法性。自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設巡警部後，京師及各

省先後徵收「妓捐」以納資於官廳，其登記註冊掛牌營業賣淫者稱「公娼」，而私下拉客、逃

稅偷稅者稱「私娼」。自此，賣淫合法化並趨社會化，「花捐」也愈來愈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

收入。近代漢口的花捐，在各項稅收中經常列第四、五位14；北京1927年12月收入的市政捐款

僅503,624元，其中樂戶捐收入差不多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可憐此種皮肉生涯的女子們，可

算得支持北京市政經費最重要的人物」15。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依舊實行公娼制

度，其間雖偶有當道者禁娼，也多為博取為官聲名16。

中國近代政府對吸毒時禁時馳。中國不僅是發布禁煙令最早的國家，也是發布禁煙令最多的國

家。自1729年雍正帝頒布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令以後，先後又有道光年間的林則徐禁

煙，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煙，1935-1941年國民黨六年禁煙計劃等多次禁煙。然終因

政局動盪、政風腐敗等故而使煙毒禁令成一具空文。特別是官場吸毒的示範效應，使吸毒具有

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間，至1909年初，據禁煙大臣端方報告，全國已戒煙者

500萬人，其中官員就有100餘萬人17。

2 問題合理化



城市現代化就其根本而言，應是市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行為取向的現代化。中國城市早期

現代化在基礎設施等物質層次上，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較大，相對而言作為現代化載體及動力源

泉的市民，卻多與鄉村有著密切的聯繫，部分傳統觀念和封建意識積澱很深，人的現代化較為

緩慢滯後。另一方面，西俗東漸，城市社會文化的世俗化、商業化也給市民帶來了巨大衝擊。

特別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政權以後，伴隨著政治權威的喪失，與其一體的部分道德倫理

觀念亦開始解體，以至有人言「國民道德之墮落至今日已達極點」18，人心不古，世道澆漓，

「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

了』」19。

於是，近代城市轉型過程中，部分傳統道德積存，部分傳統道德淪喪，而新的價值觀念又難以

短時形成，價值的多元或真空往往使市民無所依從，為越軌行為開了方便之門。同時，由於新

的媒介宣傳和示範效應，隨著市民生活結構與方式的變遷，市民對「妓」和「煙」的態度也在

發生變化，以至於作為社會問題甚或社會病態的吸毒和賣淫，逐漸獲得了民間的遷就以至認同

（即合理性基礎）。此變化由「開花榜」可略知一、二。在近代上海選花榜漸成一大盛事，

「每逢開評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勾欄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

捧場遊說」20，大大刺激了娼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市民觀念的轉變使公開狎妓成為尋常之

事，嫖客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上海十里洋場，妓女遍布通衢，「居然以里名其地，以堂名

其居者，甚或並肩連袂，喜遊於河渠，擺柳妝花，炫鬻於茶肆」21。狎妓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中的一種文化形態，以至無妓不歡，進妓院已和進飯館無甚差別。無形之中，妓女身份得到許

多市民認同，甚或成為某種象徵與潮流，如上海女子服裝變化，「女衣悉聽娼妓翻新，大家亦

隨之」。22

總之，中國近代城市問題是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城市化的畸形導致城鄉

二元對立、兩極發展，為社會問題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結構無

序，功能失調，城市社會控制的不力，造成城市問題的存在與蔓延。城市作為一個大的系統，

其結構的合理有序是其各部分功能正常發揮，大系統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如果把城市系統分

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價值結構幾個層次的話，那麼經濟結構的協調是城市

持續發展的基礎，政治結構與文化價值結構將對城市社會結構從外在制度與內在觀念兩個向度

上起著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城市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而中國近代城市在這幾個層面上都

存在著較大的不足，城市社會的迅速分化與滯後整合，城市結構的不合理、功能的不健全，助

長了城市問題的蔓延與發展。所以，城市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個過程，它在中國近代城

鄉互動與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的進程中產生，並在某種程度上作用於這一進程。

三 功能強化

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產生的過程，在其產生以後，在特定的情境中，還往往選擇性

的具備和不斷增加自身的隱性功能或替代功能，滲透並作用於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進

程，強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

（一）排泄功能

首先，娼妓和鴉片能滿足部分城市下層市民的生存需要。近代城市社會在縱向上的分化較大，



官僚、商人、資本家及軍閥腰纏萬貫，揮金如土，相反，工人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如上海1923

年人力車夫工資低的每月只有八元，其時，上海的人均家庭最低生活費每家（以夫妻二人算）

每月至少須十六元23。這也是多數人力車夫單身生活的原因。而幾角錢即可「住局」或「開

門」一次的低級釘棚（妓院的一種），則可滿足貧窮光棍漢的衝動。這便為娼妓賣淫提供了廣

大的市場。另外，鴉片在近代城市中頗為廉價，一度成為小販苦力等城市下層人民鎮痛、催

眠、解乏之良藥，使其暫時獲得生理及心理的滿足和安慰。

其次，妓院和煙館也往往是情感發洩的重要去處，如近代城市中的「文人」因科舉廢除而喪失

了幾千年來所一貫追求的「仕途」，被迫向新型知識份子轉化並日趨邊緣化，彷徨之際往往求

一時之沉淪。王韜在上海時曾一度是妓院的常客，並著《海陬冶遊錄》24。另外，近代城市市

民沒有了傳統職業的安全感，列強入侵、軍閥混戰使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時常面臨威脅，長期

的焦慮與恐懼讓他們渴望慰藉與放鬆，在物質與精神上陷入困境時，許多市民吸毒、嫖妓，表

現消極墮落、及時行樂，表達人生的無望和對社會的不滿與報復。妓院和煙館在某種程度上排

泄了這些焦慮與不安，對病態社會的維持卻有一定的安全閥作用。這也是城市問題加劇的一個

內部根源。

（二）象徵性功能

近代城市中的煙館，不僅是滿足煙癮，而且體現吸食者的品位，其陳設裝飾也多為滿足此功能

而各具風格，如時人描述十九世紀70年代上海幾家名煙館：「上海一區，爭奇鬥麗，即如煙館

一事，眠雲閣之華麗，醉樂居之雅潔，南誠信、蓬萊園之冠冕堂皇……」25。這些煙館適應不

同顧客的需要，其所營造的氛圍使它成為一種具表現功能的符號象徵，展示了不同的地位、身

份、愛好與情趣，人們在此種認同下進行著資源分享與交換。近代吸毒不僅發生在煙館，而且

進入了家庭，曾一度成為地位、身份的象徵，以至後來上行下效，鴉片成為應酬客人的必需

品，如天津「中等以上住戶，每以鴉片款客為榮」26，吸毒成了有錢有閒的地位象徵，以至媒

人說媒以日吸幾錢煙膏為衡量家財的標準，遇紅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張煙榻為場面大小。上

層階級對毒品的追求，對下層社會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和導向作用，形成一種奢靡的社會風

氣，如貴州省不少地區「幾乎家置煙燈，以為日常生活及供應酬客之必需品」，綏遠省「以大

煙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習慣」。吸毒成為一種象徵，一種時尚，也便難怪有人調查，吸

食者的職業，政界佔21.4%，軍界佔15%，商界佔21.67%，學界佔18.75%，勞動界佔25%。27

（三）建設性功能

娼業和吸毒不僅僅具有消極的排泄作用和象徵性功能，因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會認同，

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還逐漸具有了「建設性」功能。在高級妓院，「往來無白丁」，通過狎妓冶

遊，「叫局」、「吃花酒」、「打茶圍」等，不僅可以銷金泄欲，而且能洽談生意、買官賣

爵，以至「所謂侯伯將相，督撫司道，維新志士，遊學少年，富商大賈，良工巧匠者，乃於此

宴嘉賓焉，商要事焉，論政治焉，定貨價焉。以謔浪笑傲之地為廣通聲氣之地，以淫穢猥瑣之

處為辦理正事之處」28。北京娼業最盛為民國六、七年間，「八大胡同」的嫖客有「兩院一

堂」之說。民國十六年後首都南遷，北京娼業則「一落千丈了」，其「娼妓盛衰與政治趨勢有

絕大關係」29。嫖妓背後隱含的經濟或政治動機，無形中使這一行為增值，增加了妓院的功

能，強化了娼妓制度。而且商業與娼業相得益彰，呈並進之勢。商業繁榮，妓院是商人尋歡作



樂談買說賣的好去處，從而娼業「因商而興」。反過來，娼業對於城市商業也具有間接的「繁

榮」功能，妓院興隆，周圍服務行業也隨之興隆，形成繁華的紅燈區。故當時有「無娼不

市」、「無娼不興」的說法。以至於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有城市剛實行禁娼不久，便有緞業、酒

業等許多同業公會聯合向黨政軍警機關請願，請求開放娼禁，聲稱實行娼禁將會給他們帶來巨

大經濟損失30。

同樣，吸毒也兼有談買賣、拉關係、聯舊誼、結新知的社交功能，煙館成為一種兼有消遣、娛

樂、社交、議政等多種功能的「公共空間」。如在上海「萬里雲」大煙館，「文人巨賈或論詩

文，或談交易，是借煙以暢敘幽情也」31。20年代有句俗語：「不會抽煙的人當不了大官」，

煙土成為通行的招待品，不會抽煙幾等於不善交際。所以，吸毒和賣淫除了具「顯性功能」以

滿足市民的感官享受以外，還愈來愈具有了依附性的、建設性的「隱性功能」，而後者隨著社

會的默契認同，時有喧賓奪主的味道，鴉片和妓女成了一種符號象徵，而正是這種符號功能替

代的困難性，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符號本身替代的困難性。

總之，娼業、煙館之興盛，契合了近代城市的不合理結構，作為社會問題卻具有經濟、政治和

社會上的替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結構的不足，支援了不健全的社會運行，甚或使

整個城市暫時呈現奢華消費所帶來的泡沫繁榮。而此種功能的發揮反過來又維繫了娼業和吸毒

的存在與發展，二者相得益彰，渾然一體於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進程之

中。但由此，不同的階級與階層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使問題社會化，社會問題化，腐

化了社會的基礎，使問題的解決愈來愈不僅僅關涉問題本身。

四 結 論

看來，中國近代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指城市，還關涉農村，是在近代城鄉互動中而產生的，在

近代城市現代化進程中適應城市中不同階級、階層的需要，漸漸獲得了其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基

礎，並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揮特定的功能。

近代城市問題雖具有一定的功能，但這些功能的發揮具有很大的權宜性和腐化性，使腐化的政

治更加腐化。民國時，四川省各機關因公務人員多抽大煙，上午11點還沒有人上班，以至後來

要發起「準時上班運動」32。吸食鴉片，使城市中眾多政客為官不修其志，荒業廢時，「訟獄

不知問，案牘不知理，廢事失時，貽誤甚大」，使世人對政府失去信心，「乃曠視仕途中，其

才識既多廉陋，其嗜好又復甚深，以彼其人，而欲其整齊國俗，挽回國勢，是猶卻行而求諸揚

薪而止沸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33這極大地腐化了城市上層官僚，危害了城市控制與管

理，也加速了此種病態的結束。

另外，妓院和煙館表面上雖然對近代城市發展提供過一定的「財政支持」，但卻是權宜之計，

作為腐蝕性極大的消費活動，在根本上損害了近代城市經濟，不利於城市現代化的發展。特別

是煙毒氾濫，使無數財富化為烏有，尤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煙毒最劇之時，全國有8,000

萬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資0.1元計，則一年便消耗29億元，遠超出政府的財政收入34。

而近代城市中，富商大賈對煙、賭、娼亦是「情有獨鍾」，大量的資金被奢侈淫逸所耗費掉，

影響了近代城市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加劇了近代城市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延緩了中國近代

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城市問題給城市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吸食煙毒者因吸毒而體質衰弱，無法正



常工作，正如時人指責「花煙館」：「一入彀中，無癮者未幾有癮矣，囊空者旋又身空矣。大

耶也乞匈為伍，狡黠者竊賊是流」，害得不少人財盡形損，甚至淪為乞丐、盜賊35。嫖娼亦使

「富商大賈，微業賤工，以妓而虧空潛逃，敗家喪身者，不可以數計」36。「至於費時失事，

喪資損命，猶其淺焉者也」，更嚴重的在於「壞人心、亂風俗，乖禮教之大防，傷國家之元

氣，莫此為甚」37。發人深省的是，即使是城市社會問題，對社會也不僅僅是破壞作用，反往

往契合了某一社會進程，在短期內甚或具有某種程度的整合作用與「建設性」功能，而正是這

些功能的發揮，使問題長期存在不易解決，使腐化「病毒」不僅停留在政府或上層社會，而且

滲入到城市社會文化的深處，滲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成為一種現實的或嚮往的生活

方式，腐化了社會基礎和城市早期現代化的基礎。一個朝代或政府的結束，所伴隨的不僅僅是

政治的腐化，更可怕的是隨之而來的社會的腐化和解體。

所以，如果把妓院和煙館作為一種「公共領域」或能夠反映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話，其形

式和內容和西方都有較大的不同，在這兒有生理和生存機能的基本掙扎與滿足，也有感官的淫

逸和奢侈，還有金錢與權力的展示與交換。它們牽涉著農村的貧困和農民的血淚，也烙印著城

市社會的畸形與變態。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作為一個全球化進程，亦如一柄雙刃劍，往往利弊兼具，特別

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使這一進程更艱難複雜，城市化、現代化與殖民化、

邊緣化同步，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弊病以侵略的方式強力楔入，使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在此

「示範效應」下「後發畸進」，部分中國傳統文明的精華不能夠得到梳理發揚，而本土現代性

因素的不足，不僅意味著封建糟粕的附帶繼承並難以清算，而且也意味著對西方文明難以及時

進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必要揚棄。所以，殖民性、邊緣性與封建性給中國的城市化與

城市早期現代化打上了交疊變態的烙印，使這一進程表現為部分城市超常發展，城鄉之間二元

對立，以及城市結構不合理、功能不健全的弊病。而在這一畸形進程中所產生的城市問題，既

具「西化」特徵，也有「中國特色」，它們分別又以畸形方式作用於近代城市的政治、經濟、

社會及文化觀念，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及「建設性」功能，而實質上卻使「病毒」滲入

到近代城市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深處，近代歷屆政府的腐朽無能，使偶爾的「吃藥打針」對城

市問題而言不啻於杯水車薪，因為這些問題及其原因和影響已滲入到城市統治階層以至平民社

會的骨髓，「問題」的解決往往意味著社會的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徹底改變

近代城鄉關係狀況，城市問題的解決才有可能。解放後幾十年間，中國城市問題的基本消逝已

證實了這一點。但「革命」並不意味著社會問題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社會性質的改變只

為城市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改革開放後，「煙」、「賭」、「娼」及

「幫會黑勢力」死灰復燃，在部分大城市中重又出現，說明城市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城市化

與城市現代化這一進程的伴隨產物，回避並不能解決問題。由於中國當代城市問題與近代城市

問題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近代城市問題毒害甚深，更缺少解決「問題」的背景與條件，而

當代社會總體上良性發展，城市問題局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必須根據具體社會情境具體分析

其不同的表現、性質與影響，只有了解這些問題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根源，從城鄉關係協調

發展，城市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的系統的觀點出發，全面統籌，綜合治理，城市問題才可能根

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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